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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传统土壤图是流域管理、生态水文模型所需土壤空间分布信息的主要数据源。然而，受传统制图技术和基础数据质量所限，传统土壤图的空间详细度和属性精确度并不高。随着地理信息技术的发展，如何利用可获取的高质量空间数据和现代空间分析技术来更新传统土壤图显得十分必要。基于传统土壤图中的土壤多边形与通过模糊聚类所得环境因子组合之间存在着对应关系这一假设，本文提出了一种从传统土壤图中提取土壤－环境关系知识并利用该知识更新传统土壤图的方法。该方法包括四个步骤：对环境数据进行模糊c均值聚类获取环境因子组合；利用传统土壤图建立环境因子组合与土壤类型间的对应关系；提取土壤－环境关系知识；进行土壤推理制图。将该方法应用于加拿大New Brunswick省的Wakefield研究区，以更新该区现有的1：20,000的传统土壤图。应用结果表明：更新后的数字土壤图显示了更详细的空间分布信息；经野外独立验证点验证，所得土壤图（制图单元为土壤组合－排水等级）精度高出原土壤图约20％。因此，该方法是一种有效的更新传统土壤图的方法，可增加土壤图的空间详细度、提高土壤图的属性精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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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空间分布信息是流域管理、生态水文模型所需的重要输入参数[1~4]。目前，这些应用的主要数据源仍然是传统土壤图，例如我国的二次土壤普查图，美国的STATSGO和SSURGO图，以及加拿大国家土壤数据库（National Soil Date Base）中发布的土壤图。然而，由于受传统制图技术和基础数据（如航片、地质图等）质量所限，传统土壤图的空间详细度和属性精确度均不高，并且传统土壤图以多边形为基础的矢量表达格式与现代详细的、栅格格式的景观数据或遥感数据并不匹配[2]，限制了综合利用这些数据进行生态水文模拟等应用的适宜性。因此，如何利用现代高质量空间数据和空间数据分析技术来更新已有的传统土壤图十分必要[5]。

目前对更新传统土壤图的研究并不多，已有的方法大多利用土壤样点作为辅助数据。Brus等采用贝叶斯最大熵方法估算土壤类型出现的概率，并利用土壤观测样点数据和传统土壤图来预测土壤类型的空间变化[3]。结果表明，更新后土壤图的制图精度比传统土壤图高，且精度的提高大部分来自土壤样点数据的加入，同时，所用概率模型需要大量样点来率定。Kempen等提出了一种多项式逻辑回归的方法，利用历史遗留数据（legacy data）（包括传统土壤图和样点数据）和环境辅助数据来更新1:50,000荷兰土壤图[6]。然而，这些方法在没有土壤样点数据的地区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传统土壤图是土壤专家进行野外调查和航片解译的产物，因而蕴含了土壤专家对土壤与环境间关系的经验知识[7, 8]。在传统土壤调查制图过程中，土壤专家首先通过大量的野外调查在脑海中建立土壤与景观关系的经验模型；然后，结合地形图、地质图等对航片或卫星相片进行解译[9]，识别具有特定环境特征的景观单元；最后，手工地将对应某种土壤类型的景观单元勾绘成土壤多边形[10, 11] 。因此，传统土壤图中的土壤多边形与景观单元具有一定的对应关系，而这些景观单元则对应了多个在一定属性范围内变化的环境因子的组合。与土壤专家识别景观单元的过程相似，对环境因子（例如，坡度、高程等）进行模糊聚类也可以得到具有特定环境特征的环境因子组合[12]。由此我们假设，传统土壤图中的土壤多边形与通过模糊聚类所得环境因子组合之间也存在一定对应关系。基于此，本文提出了一种从传统土壤图中提取土壤与环境间关系知识，并对传统土壤图进行更新的方法。将该方法应用于加拿大New Brunswick省的Wakefield研究区，以检验该方法的有效性。
1研究方法
1.1 获取环境因子组合
选择对区域土壤形成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或与区域土壤空间协同变化的环境因子，采用模糊c均值聚类（Fuzzy c-means clustering, FCM）方法对环境因子进行聚类，得到环境因子组合。

FCM是一种非监督分类方法，它利用统计方法计算多属性空间中的距离，使每个数据点距离其所属类别中心点最近，并以此给每个数据点分配隶属度，从而实现对数据集的最优分割[13]。划分系数（Partition coefficient）和标准化分类熵（Normalized entropy）两个指标随聚类数的变化情况可为最佳聚类数的选择提供依据[14]。FCM对环境因子进行聚类所得结果为环境因子组合类中心属性值和环境因子组合类的模糊隶属度分布图。
1.2 建立环境因子组合与土壤类型的对应关系
利用传统土壤图将所得环境因子组合与土壤类型进行对应。首先，将环境组合类的模糊隶属度分布图进行硬化得到其空间分布范围，由于隶属度小于0.5的像素通常被认为是不属于该类，因此将隶属度值不小于0.5的像素的范围近似地认为是该环境组合类的空间分布范围。然后，将环境组合类的空间分布范围图与传统土壤图进行叠加比较，在环境因子组合类空间分布范围内出现的面积最大的土壤类型即可被认为是该环境因子组合类所对应的土壤类型。如果在某一环境因子组合空间分布范围内出现了两种所占面积相当的土壤类型，则先确定对于土壤分类具有重要指示作用的环境因子，再将待定环境组合类中心的该环境因子值与其他已确定对应土壤类型的环境组合类中心的该环境因子值进行比较，来确定该环境组合类的最终土壤类型。

1.3 提取土壤与环境关系知识
采用模糊隶属度方程（或曲线）来定量化表达土壤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模糊隶属度方程描述了当环境特征变化时，其空间位置上的土壤与某一特定土壤类型的典型案例间相似度的变化[15]。典型土壤类型所对应的环境因子值被称为该土壤类型的典型知识，是用来建立模糊隶属度方程的关键知识[16]。
基于环境因子组合与土壤类型之间存在的对应关系，本研究利用所得环境类的模糊隶属度图来指示典型土壤类型出现的空间位置，并获取典型知识。假设某像素对应某环境组合类的模糊隶属度值越高，其代表所对应土壤类型就越典型。因此，环境组合类图中隶属度大于某一阈值（如0.9）的像素可认为是该环境类对应土壤类型的的典型点。该土壤类型的典型知识就可以通过这些典型点上的环境因子值而获得，一旦获取典型知识后，即可以Zhu等所述方法为依据建立模糊隶属度方程[16]，定量表达土壤与环境之间的关系。
1.4进行土壤推理制图

提取土壤－环境关系知识后，采用土壤－环境推理模型（SoLIM, Soil-Land Inference Model）进行推理制图。SoLIM是一种经案例分析可成功应用于土壤制图的自动推理模型，它将土壤－环境关系知识与环境数据结合，得到每一土壤类型的隶属度分布图[2, 17]。通过硬化，即将每一像素对区域所有土壤类型隶属度中最大值所代表的土壤类型作为该像素的土壤类型[2]，可得到区域土壤类型的栅格图。
2 研究区与数据
2.1 研究区
研究区位于加拿大New Brunswick省的Wakefield（图1），面积约39km2。年平均降水量为925mm。该区受冰川作用明显，母质复杂，主要由冰碛沉积物组成。沉积性冰碛（Lodgment tills）和包含冰水沉积物的消融性冰碛（Ablational tills）常交错分布在一起[18]。由于冰川作用，研究区的地形波状起伏，高程由41.5m变化至176.0m（图1），坡度由0°变化至18.1°。土地利用类型主要是耕地（约占总面积的55％）和林地（约占总面积的44％）。耕地作物包括土豆、谷类和草类；林地作物包括雪松、云杉、冷杉、落叶松、枫树、桦树、山毛榉树等[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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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研究区位置图和研究区DEM图
Fig. 1 Location and DEM of the study area
2.2 传统土壤图
研究区的传统土壤图是由加拿大农业与农业食品部研究部（Research Branch, Agriculture and Agri-food Canada）制作，比例尺为1:20,000。该土壤图由当地土壤专家在比例尺为1:12,500的彩色航片上绘制，并通过野外调查核对生成[18]。
本研究所采用的制图单元为土壤组合（soil association）－排水等级（soil drainage class）。在本研究区，土壤组合相当于一组土壤类型的序列，即发育在相同母质但由于地形位置不同而具有不同排水特征的一组土壤[18]。不同排水等级的土壤组合基本上对应了不同的土系[19]。本区有9个土壤组合，分别是：Caribou（Ca）、Carleton（Cr）、Fen（Fe）、Interval（In）、Riverbank（Ri）、Grand Falls（Gf）、Thibault（Th）、Wakefield（Wk）和Green Road（Gr）。土壤排水等级分为3类：好（Well，W）、不良（Imperfectly，I）、差（Poor，P）。因为本区很多土壤组合不具有全部三类排水等级，最终该区共包含15个制图单元。
为了与更新后的土壤图进行比较，由原传统土壤图生成本研究所用制图单元的30m栅格土壤图（图2）。图例中包含了在该区出现的所有土壤制图单元。每一制图单元的前两个字母代表土壤组合名称的缩写，后一个字母代表土壤排水状况。以制图单元CaI为例，Ca代表土壤组合Caribou，I即排水不良，CaI即排水不良的土壤组合Caribou。其中，制图单元Fe为土壤组合Fe，因为Fe是有机土，没有排水等级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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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以土壤组合-排水等级为制图单元的30m栅格格式传统土壤图
Fig. 2 A 30m raster soil map with soil association with drainage class as soil mapping unit 
2.3 环境因子数据
由于受冰川作用显著，该区复杂的母质和波状起伏的地形对土壤的形成、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因而，本研究选择母质和地形作为土壤制图的重要环境要素。
该区没有详细的母质图层，利用土壤图中各土壤类型对应的表层沉积和母岩信息生成“替代”母质层。本区共包含五种表层沉积：紧实冰碛物、非紧实冰碛物、冰水沉积、有机沉积和冲积物。在每种表层沉积下，根据母岩类型的不同将研究区划分为8种均质母质单元，并生成母质图。通过来自New Brunswick省自然资源部的地质专家提供的野外实测点[20]对生成的母质图进行局部少量纠正，得到研究区的母质图（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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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研究区的母质图，图例中的数字对应母质单元ID

Fig. 3 Parent material map of the study area, with the numbers in the legend corresponding to IDs of parent material units
研究区的地形特征可通过四个地形因子（坡度、沿等高线曲率、沿剖面曲率和地形湿度指数）来刻画。采用ARC/INFO平台下的TINLATTICE工具，利用从New Brunswick省服务网下载的研究区的高程点（高程点间隔约为70ｍ）
，生成研究区30m DEM（图1）。将DEM输入软件3DMapper
，生成研究区的坡度、沿等高线曲率、沿剖面曲率图。地形湿度指数（Topographic wetness index，TWI）可用来定量化地形对水文过程的控制[21]，并指示土壤湿度和表层饱和度的空间分布[22~24]，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指示土壤排水状况。由于地形平缓，本研究采用根据多流向算法（MFD-md）计算得到的上游汇流面积[25~27]来计算地形湿度指数。
在上述四个环境因子数据中，坡度和湿度指数的数量级（100~101）与曲率的数量级（10-3~10-1）不同。由于数量级的不同会影响到各环境数据参与聚类计算时的距离运算结果，因此在聚类之前要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即将坡度和湿度指数由原始值域线性拉伸至0~100，而沿剖面曲率和沿等高线曲率拉伸至-50~50，且保持原始0值不变。
3 应用结果及评价
3.1 环境因子组合的生成 

利用母质图对研究区进行分区，对于仅包含一种土壤类型的母质单元（例如ID514或614）不进行聚类分析，直接将传统土壤图中该土壤类型的多边形作为这种土壤的空间分布范围；在其它每一母质单元中，采用FCM方法对四个地形因子进行模糊聚类。以ID 为202的母质单元为例，根据划分系数和标准化分类熵两个指标随聚类数的变化情况，得到可选最佳聚类数为4、6、8和10。参考该地质类型中出现的土壤类型数（4个），确定该地质单元中最优FCM聚类数为4，进而得到4个环境因子组合类中心的环境因子值，见表1。另外，还得到每一环境组合类的模糊隶属度分布图，其中环境因子组合类3的模糊隶属度图见图4，它体现了空间上每一像素隶属于该环境组合类的隶属度的分布。
表1 母质单元ID202的环境组合类中心的标准化后环境因子值
Table 1 Environmental factor values after standardization of cluster centroids of four environmental classes in parent material unit ID 202
	环境类

Classes
	坡度

Slope
	沿等高线曲率

Planform curvature
	沿剖面曲率

Profile curvature
	地形湿度指数

Topographic wetness index

	Class1
	10.73
	-4.50
	-1.27
	24.26

	Class2
	64.85
	-1.86
	-7.92
	12.57

	Class3
	8.85
	5.48
	0.92
	38.33

	Class4
	29.11
	-1.30
	-3.67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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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母质单元ID202中环境因子组合类3的模糊隶属度图
Fig. 4 Fuzzy membership map based on CEF (combination of environmental factors) 3 in parent material unit ID 202
3.2 环境因子组合与土壤类型对应关系的建立 

将传统土壤图与环境因子组合分布图进行叠加分析，建立环境因子组合类与土壤类型的对应关系（表2）。其中，类型1、2和3分别被解释为排水不良的Carleton、排水好的Carleton和排水不良的Carleton。而类型4对应在空间分布面积相似的两种土壤：排水好的Carleton和排水不良的Carleton。由于TWI是本研究中土壤分类的重要指示环境因子，因此对比已确定对应某土壤类型的环境组合类和待确定的环境组合类的TWI，以判断类型4所对应的土壤类型。由表1可知，类型1、2和3的类中心TWI值（标准化后数据）分别为24.26、12.57和38.33。而类型4类中心的TWI值为20.21，该值位于类型1（排水不良的Carleton）和类型2（排水好的Carleton）类中心TWI值之间中值（18.42）附近，因而将类型4对应为排水好的Carleton和排水不良的Carleton之间的过渡类型（表2）。
表2 母质单元ID202环境组合类与土壤类型的对应关系
Table 2  Correspondence between combination of environmental factors and soil types in parent material unit ID 202
	环境类

Classes
	利用传统土壤图

Using conventional soil map
	利用TWI作为辅助信息

Using TWI as contemporary information

	class1
	Cr I
	\

	class2
	Cr W
	\

	class3
	Cr P
	\

	class4
	Cr W /Cr I
	过渡类型


除了以上三个土壤类型（CrP、CrI和CrW），该母质单元中还包含另一土壤类型——GrW。该土壤类型仅覆盖了整个区域面积的1.1％，并且由于土壤组合Greenroad与Carleton的属性特征相似，将Greenroad合并到Carleton。需指出的是，这是本研究区唯一合并到其它土壤的土壤类型。
在其余包含不只一种土壤类型的母质单元中应用相同的办法，得到相应环境组合类与土壤类型的对应关系。最后，得到对应于土壤类型CrI、CrP、CrW、CaI、CaP、CaW、RiI、RiW、GfI和GfW的环境因子组合类的模糊隶属度图。
3.3 土壤－环境关系知识的提取
环境组合类模糊隶属度分布图中隶属度（值域为0~1）大于0.99的像素（图5）被认为是该环境类对应土壤类型的典型点。因此，该土壤类型的典型知识就可以通过这些典型点上的环境因子值而获得（表3）。最终建立模糊隶属度曲线，如图6所示土壤类型CrP的TWI模糊隶属度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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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环境组合类3中隶属度大于0.99的像素位置（图中红色区）

Fig. 5 Location of pixels over 0.99 in membership value in the CEF 3 (red color area)
表3 母质单元ID202对应土壤类型的典型知识（以TWI为例，未经标准化的原始数据）

Table 3 Typical knowledge of soil types in parent material unit ID 202 (taking TWI as an example, before standardization)
	环境类
Classes
	地形湿度指数
TWI
	土壤类型
Soil class

	class1
	(10.11, 11.46)
	CrP

	class3
	(5.99, 8.16)
	CrW

	class4
	(8.13, 9.33)
	Cr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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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土壤类型CrP的TWI模糊隶属度曲线（TWI为未经标准化的原始数值）
Fig. 6 TWI fuzzy membership curve of soil CrP (the TWI values are before standardization)
3.4土壤推理制图
将土壤环境模糊隶属度曲线知识和环境数据输入SoLIM软件中，得到每一土壤类型的隶属度分布图。通过对土壤类型的隶属度分布图的硬化（hardening）得到土壤类型栅格分布图，再与直接来自传统土壤图的WkW、ThW、Fe和InI的土壤多边形空间分布图集成，最终得到栅格大小为30m的土壤类型栅格图，如图7所示。与传统土壤图（图2）相比，更新后的土壤图表现了更详细的空间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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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研究区更新后的土壤图

Fig. 7 An updated soil map of the study area
3.5 结果评价
采用野外独立样本点对传统土壤图和更新后土壤图的属性精确度进行评价。为了保证样点可覆盖研究区各种土壤类型，通过分层采样策略、以土壤类型的分布区为层设计验证点。在没有更准确的土壤类型分布信息的情况下，假设更新后土壤图比传统土壤图的土壤类型空间分布更准确，利用更新后的土壤类型图进行分层。样点数量设计原则如下：在每一土壤类型分布区域内所布设的样点数量与其土壤类型的面积成正比，且每一土壤类型至少设计一个样点。样点位置设计原则如下：在每一土壤类型分布区中随机设计样点，且使其尽可能分布在不同地形部位，并使得最后所得全部样点比较均匀地分布在整个区域。在野外采样过程中，每一样点的土壤组合类型与排水等级由当地土壤专家判别。由于部分样点位于深林或水域中不能获取，最终得到37个样点（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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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研究区的验证点

Fig. 8 Validation points of the study area 

验证点的土壤类型出现了传统土壤图中所包含的11种土壤类型（未出现的土壤类型为WkW、ThW、GfI和InI）和传统土壤图中不包含的另外两种土壤类型，其中，所出现的11种土壤类型占研究区面积的97.3％。将验证点的实际土壤类型与传统土壤图和更新后土壤图所推测的土壤类型进行两个层次的对比：土壤组合－排水等级；土壤组合。对比结果见表4。由表4可见，无论是在土壤组合－排水等级还是土壤组合层次上，更新后的土壤图均比传统土壤图的精度高。在土壤组合－排水等级这一层次上，土壤图精度的提高约为20％；而在土壤组合层次上土壤图精度的提高则较低。这主要是由于更新后土壤图中的土壤组合空间分布信息主要来自于由传统土壤图生成的母质图，因而更新后土壤图在土壤组合层次上相比传统土壤图的精度提高并不明显。但通过较高质量的环境数据和数字土壤制图技术的应用，更新后土壤图在低一级土壤类型（土壤组合－排水等级）上的分类判别优势更为明显，即更新后的土壤图更能体现详细土壤类型间的差异。验证点中有三个样点落入土壤类型Fe、ThW和WkW中，而更新后土壤图这三个土壤类型的空间分布区由传统土壤图直接得到。因此，去除这三个点对于更新后土壤图精度的评价更有意义。利用其余34个样点所得更新后土壤图的精度分别为：67.6％（土壤组合－排水等级层次）和85.3％（土壤组合层次）。
表4 更新后土壤图和传统土壤图的验证精度（％）表

Table 4  Comparison between the conventional and updated soil maps in accuracy (%)
	
	土壤组合－排水等级层次
At soil association with drainage class level
	土壤组合层次
At soil association level

	传统土壤图
Conventional soil map
	45.9
	78.4

	更新后土壤图
Updated soil map
	64.9
	81.1


更新后土壤图和传统土壤图的各土壤类型生产精度和用户精度见表5。生产精度是指某一土壤类型正确分类的样点数与野外实际出现该类型的样点数之比，代表的是土壤类型图所能正确分类的水平[14]。用户精度是指某一土壤类型正确分类的样点数与土壤图中出现该类型的样点数之比，代表了土壤类型图所表达的土壤类型分类的可依赖程度[14]。由表5可见，除土壤类型CaW和RiW的生产精度以及GrW的生产精度和用户精度，研究区其他土壤类型的生产精度和用户精度均有一定的提高。由于更新后的土壤图中不包含土壤类型GrW，因而其生产精度和制图精度均为0。
表5 更新后土壤图和传统土壤图的各土壤类型生产精度和用户精度（％）表

Table 5  Comparison between the conventional and updated soil maps in accuracy (%) of soil types for producer and user
	
	
	CaW
	CaP
	CaI
	CrW
	CrP
	CrI
	GrW
	GfW
	RiW
	RiI
	Fe

	生产精度
Producer’s Accuracy
	传统土壤图

Conventional soil map
	80
	50
	0
	42.9 
	33.3 
	0
	100
	0
	100
	0
	100

	
	更新后土壤图

Updated soil map
	70
	100
	50
	85.7 
	66.7 
	50
	0
	100
	50
	50
	100

	用户精度
User's Accuracy
	传统土壤图

Conventional soil map
	80
	33.3 
	0
	50
	50
	0
	100
	0
	40
	0
	100

	
	更新后土壤图

Updated soil map
	100
	40
	50
	85.7 
	66.7 
	40
	0
	100
	100
	33.3 
	100


 4结论与讨论
基于传统土壤图的土壤多边形与模糊聚类所得环境因子组合间存在的对应关系，本研究提出了一种从传统土壤图中提取土壤－环境关系知识的方法，并以此进行土壤推理制图。应用结果表明：更新后的数字土壤图显示了更详细的空间分布信息，并且经野外独立验证点验证所得土壤图（土壤组合－排水等级层次）精度高出原土壤图约20％。因此，本研究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更新传统土壤图的方法，该方法可增加土壤图的空间详细度、提高土壤图的属性精确度。
本研究利用传统土壤图作为土壤与环境间关系的知识源，但是能得到空间上详细、属性上更精确的土壤图。其原因至少包括以下三点：首先，与传统土壤调查过程相比，本研究采用了更精确、更详细的环境数据，包括改进后的地质图及由30m DEM生成的地形数据，特别是所生成的TWI数据。TWI数据可指示由地形位置不同所带来的土壤排水状况的差异，使得更新后的土壤图结果更加合理。其次，研究利用FCM聚类方法生成与土壤类型具有一定对应关系的环境因子组合。这个过程与传统土壤专家通过航片解译得到土壤景观单元的过程相似，但由于在整个研究区采用了同样的环境数据和同一种算法，因此比传统土壤调查所得结果具有更好的一致性。最后，研究采用SoLIM框架来定量化土壤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并进行土壤推理制图，而大量研究也已证明SoLIM比传统专家手工、主观的土壤调查制图方法更精确[2]。
本研究是在传统土壤图的基础上对其进行更新，因而所得更新后土壤图的质量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原传统土壤图的质量。若想得到更高精度的土壤图，则可根据野外验证点的土壤类型分布情况对更新后的土壤图做进一步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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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DATING CONVENTIONAL SOIL MAPS USING KNOWLEDGE ON SOIL-ENVIRONMENT RELATIONSHIPS EXTRACTED FROM THE MAPS
    Yang Lin1  Fahmy Sherif2  Jiao You2, 3  Hann Sheldon2  Zhu A-Xing1  Qin Chengzhi1  Xu Zhigang4, 5
(1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 Information System, Institute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and Resources Research,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2 Potato Research Centre, Agriculture and Agri-Food Canada, Canada, E3B4Z7）

（3 Agri-Environment Services Branch, Agriculture and Agri-Food Canada, Canada, E3B4Z7）

(4 Institute of Remote Sensing Application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5 Narcotics Contro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enter, Bureau of the Ministry of Public Security, Beijing 100193, China)

Abstract     Conventional soil maps are the major data source for information on soil spatial distribution which is essential in watershed management and eco-hydrological modeling. Due to the limitations of conventional soil mapping techniques, the level of spatial detail and attribute accuracy in conventional soil maps are not high.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geographic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accumulation of high quality detailed spatial data on environment, the question about how to update the conventional soil maps using these new techniques and high quality data comes up. Based on the assumption that soil polygons in the conventional soil maps do contain basic relationships between soil types and environment, we have developed a new method to extract knowledge on soil-environment relations embedded in conventional soil maps and then update the soil maps with the knowledge using the detail environmental data. The method consists of the following four steps, 1) Fuzzy c-means clustering of environmental data to obtain the combinations of environmental factors; 2) Relating the combinations of environmental factors to soil types based on conventional soil maps; 3) Extraction of knowledge on the soil-environment relationships; 4) Prediction of soil spatial distribution using the SoLIM (Soil-Land Inference Model). This method was applied in Wakefield, New Brunswick, Canada for updating its 1:20,000 conventional soil map. It was showed that the updated soil map had more spatial details than the original one. And verification at independent validation points in the field indicated that the digital soil map depicting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soil associations with drainage classes was about 20% higher in accuracy than the conventional soil map. It is therefore concluded that the proposed method is an effective way to update conventional soil maps.
Keywords     Conventional soil map; Knowledge on soil-environment relationships; Fuzzy c-means clustering; Combinations of environmental factors; SoLIM (Soil-Land Inference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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